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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国家主义与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
＊

蔡 亮

(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 200233)

摘 要: 从战后日本政治思潮的嬗变轨迹来看，安倍的国家主义既有理念的一脉相承性，又反映出当前

的时代特性，它强调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以“重振强大日本”为己任，谋划日本在东亚乃至世界的大国地位。

在政策落实上，它具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尤其对中国呈现出很强的针对性和对抗性，视崛起中的中国为

最大的竞争对手与潜在威胁。为此，安倍不惜对华采取各种孤立、包围乃至遏制政策，这是导致近年来中日

关系深陷僵局，难以取得实质性改善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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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对应的一种保守主义政治思潮，主张国家( 或代表国家的政府) 可采

取任何手段和形式来维护国家利益。因而在国家与个人关系上，国家主义强调的是国家理性和国

家权威。［1］从战后日本政治思潮的嬗变来看，国家主义发端于岸信介内阁时期，冷战结束后日益成

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之一。其一以贯之的理念是希冀唤醒国民的国家主义意识，将日本转变为

一个涵盖政治、军事要素在内的综合性大国，并使之在东亚地区乃至世界上保持相应的地位和影响

力。［2］与此同时，其路径选择方面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基于此，本文首先从历史视角出发对

战后日本的国家主义进行纵向溯源，其次讨论安倍国家主义的目标诉求，最后对安倍内阁的对华政

策进行剖析。
一、战后日本国家主义思潮的发展

论及战后日本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格局，“保革对立”或“1955 年体制”是一个频频出现的词汇。
1955 年，为对抗代表革新力量的社会党左右两派的合并，代表保守力量的自由党和民主党也宣布

组成自由民主党( 简称“自民党”) 。自那时开始到 1993 年自民党第一次下野，日本政局基本呈现

出两个特点: 第一，自民党长期维持国会过半议席，日本首相实际上是由自民党内各派阀领袖轮流

出任; 第二，社会党长期作为日本最大在野党，维持着自民党一半左右的议席。这样的格局一方面

凸显了自民党的“一党优位”，另一方面因社会党拥有国会 1 /3 左右议席，对自民党也形成了强有力

的牵制。概言之，冷战时期日本政坛的主流虽然是保守主义，呈现的却是在“保革对立”框架下的

一种平衡局面。
当时被称为“保守本流”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又被称为“吉田主义”( 或称“吉田路线”，Yoshida

Doctrine) ，其特征是以“日美同盟 + 和平宪法”为框架，倡导“轻军事，重经济”的和平发展道路，即

在外交上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政治上强调自由民主主义，谋求非军事的贸易 /产业立国的经济优先

主义，仅在经贸、文化等低政治领域施加影响。［3，4］可以说，日本在战后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日本遵循了“吉田主义”的治国方针。因此从对战后日本的历史贡献来看，“吉田主义”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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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莫大焉”。然而，从吉田茂主政伊始，他所规划的这条发展道路便在日本国内同时饱受左右两

派的诟病，且两派的不满均与他所构筑的日美关系紧密相连。
左派的革新力量首先认为吉田只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进行媾和的做法是“片面媾和”，强

调应与苏联、中国等东方阵营也签署和约，实现“全面媾和”。其次，他们批判日本与美国结成军事

同盟的做法等于将日本置于远东反共桥头堡的地位，严重有损日本的国家安全。相比之下，右派则

认为日美同盟使日本的国家安全得到了美国的保护，但代价是框限了日本的国家主权，使日本在政

治、军事等领域受到极大限制，并导致日本在经济崛起后也不能在国际上发挥应有的影响力。［4］

右派主要来自自民党内的以追求“独立国家的条件”为名义的反吉田力量。在战后日本语境

下，遵循“吉田主义”者被称为“保守本流”，而反吉田力量者则被视为“保守支流”，其代表人物是岸

信介。岸信介在执政时实施带有浓厚国家主义色彩的政治追求，他尝试通过修改《日美安全条约》
改变日本对美从属地位。虽然岸信介在《日美安全条约》修约后不久即被迫辞职，但其举动却为日

本日后的“军事正常化”奠定了基础。［5］战后初期的国家主义思潮还受到了以社会党为代表的革新

力量的强有力牵制而在岸信介之后未能取得进一步的拓展，直到 1980 年代才重新抬头。当时执政

的中曾根康弘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毫不讳言地明言，其目标就是要让日本成为“政治

大国”、“文化大国”和“军事大国”。［6］可以说，这一时期国家主义的勃兴是与日本经济崛起后为寻

求与之地位相称的综合性大国的内在要求相一致的。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格局步入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日本又明确提出政治三极的口号。代表者

是时任外务省事务次官的栗山尚一，其在《外交论坛》上撰文提出了“五五三理论”，强调冷战后的

国际社会不但在经济上呈现出日美欧三足鼎立之势，且三方因在基本价值观上也立场一致，因而应

共同管理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与之相对应的，日本外交也应随之转变为大国外交。［7］

在国际体系发生剧变的同时，日本国内的“1955 年体制”也随之走向终结，革新力量大大衰弱，

整个日本社会代之以国家主义思潮和改革思潮的兴起。它以争做政治大国为目标，以摆脱战后体

制为宗旨。冷战结束伊始，其代表者是以小泽一郎为代表的“国际贡献论”和“政治改革论”。他批

判说，受“吉田主义”的束缚，日本未能将经济实力恰如其分地运用在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上，仍是

个不折不扣的“单肺国家”。因此，小泽强调日本应适时修改和平宪法，在参与国际事务中重新获

得对外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利。［8］

现阶段，随着日本社会的总体保守化与政治右倾化特征日益显著，保守政党不但牢牢控制了日

本朝野政坛，日本社会更呈现出一种各党政策、舆论导向和选民趋向保守政党理念的政治趋势。以

此为背景，国家主义也从最初的社会、政界的“支流”渐次渗透至国家的各个层面，最终成为在日本

社会上甚嚣尘上的一种具有浓郁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思潮。而安倍能两度组阁并能实现长期执

政，恰与上述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意味着战后日本国家主义思潮在现阶段又被推向了一个顶峰。
二、安倍国家主义的目标诉求

在中曾根内阁和冷战结束伊始阶段，无论是中曾根所宣扬的“战后总决算”还是小泽的“日本

改造计划”，均是意图以日本当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支撑，通过增强日本的国际贡献等路径，实现

“正常国家化”的目标诉求。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国际层面，前者仍限定在冷战框架，后者则摆脱

了冷战限制。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日本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这种环境的剧变

也使得安倍的国家主义诉求路径必然要与现阶段日本社会面临的严重问题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有所

适应，以顺应时代需求，体现时代特征。
从国内层面看，遭遇“迷失的二十年”，与经济上陷入长期低迷状态如影随形的是政治上持续

动荡，让日本似乎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一方面日本长期无法走出“十年九相”的阴霾，另一

方面面对少子老龄化、国债累积、社会保障、教育改革及女性就业等一系列堆积如山的问题，民众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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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万分，但各党派又似乎视而不见，充斥的只是以选举为目标的短期政策主张，鲜有对国家治理的

长期追求。从国际层面看，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以前所未有之势揭开了全球竞

争的大幕，无论是否喜欢，各国均需苦思良方，以为本国在全球竞争的大背景之下赢得有利位置; 另

一方面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尤其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使之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日益

接近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中心，这使得传统的发达国家担忧自身的优势和国际影响力正在日渐衰

落，尤其对经济上陷入长期徘徊、增长乏力的日本而言，这种冲击力使之感受更为激烈。在国内、国
际局势的一系列冲击下，日本似乎失去了明确的国家定位和发展方向，对外越来越失去原有的自

信，愈加呈现出“岛国根性”的内向和狭隘。
以此为背景，现阶段日本社会的共识是: 一方面希冀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通过国家政治调整解

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各界尤其是年轻人对重构传统共同体的憧憬，另一方面又以国家主义为旗

帜，应对国际化竞争，全方位地彰显国际影响力，重塑一个值得夸耀的国家经历。可以说，正是这种

社会心理使得现阶段的国家主义已被渲染成一种具有民族主义意涵的政治氛围和社会思潮，它构

成了推动安倍不遗余力地推行国家主义的原动力。
众所周知，安倍的政治理念与其外祖父岸信介一脉相承。其诉求可概括为“摆脱战后体制”、

实现“正常国家化”，“重振强大日本”。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要革除“吉田主义”中的经济中心

主义，注重将政治、军事手段倚为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支柱，最终使日本突破经济大国的单一特征，

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干预力，成为具有综合外交能力的全球性政治大国。［9］当安倍在 2006
年首度组阁时，便在“摆脱战后体制”上大做文章，如修改否定军国主义、确定战后教育根本理念的

《教育基本法》，强调在教育中增强所谓的“爱国心”，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等等。时隔六

年，当他再度拜相后更意图通过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与修改和平宪法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10］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战后体制还是修改和平宪法，实现“正常国家化”道路上的路障其实都

是美国设置的。换言之，安倍国家主义的目标诉求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及其主导下的美日安保体系。
因此从论述逻辑看，对于安倍种种突破政治、军事禁区的行为，美国应出面喝阻，但事实是美国反其

道而行之，非但不予阻止，还积极予以鼓励。一方面，受国力所限，日本客观上根本无力摆脱日美同

盟体系，主观上又基于“恐华”、“遏华”的心理，更无摆脱美国的意愿。另一方面，美国为因应中国

崛起，也急需日本发挥重要作用，而日本增强军备的做法恰恰顺应了美国的政策需求。基于此，安

倍在实现“正常国家化”的过程中，日美同盟体系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显然，安

倍国家主义的目标诉求中存在着逻辑与实践的背离，那么安倍又是如何将这种“扭曲”的结构进行

捋顺的，同时又是如何与一系列的目标诉求相挂钩的?

第一步，安倍将“美主日从”的日美同盟框架体系在结构上转化为“美主日辅”的格局，这就是

使日美同盟框架体系在功能上由原来的“对美依附型”转变为“日美合谋型”。［11］第二步，他巧妙地

将实现“正常国家化”、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宪的目标诉求与解决日美在同盟框架体系中的非对称

性问题加以挂钩。所谓非对称性问题主要指日美同盟存在着“单务性”现象，即两国在同盟框架体

系内只有美国单方面保护日本安全的义务。安倍的目的是要将日美同盟中的“单务性”转变为“双

务性”，即日美都有保护对方安全的义务。他强调，作为“正常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军事正常

化”，而只要集体自卫权没有解禁，日美同盟中的“双务性”也就无从谈起。
论及集体自卫权的法源，可参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即联合国任何会员国

遭受武力攻击时，为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在经安理会授权派遣联合国军的情况下，其他会

员国可援引集体自卫权，拥有对发起武力攻击的第三国实施反击的权利。因此安倍强调，在法理

上，既然在《联合国宪章》中可以找到实施集体自卫权的法源，那么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的日本却不

拥有集体自卫权，这恰好证明日本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在实践上，如果当美国及其他与日本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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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国家在遭受攻击时，日本却不能将其视为对本国的攻击而予以反击。这样的同盟岂非怪哉?

然而，从日本国内宪政体系的架构来看，解禁集体自卫权却大大超出了宪法规定的“自卫所需

最低限度”范围，因此必须要修宪或修改宪法解释才行。这样一来，“正常国家化”又与修宪问题挂

上了钩。显然，这主要是指第九条中“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和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

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

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条款。众所周知，现阶段安倍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了集

体自卫权，并相应地出台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还在国会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进一步地，鉴

于国会众参两院的修宪势力已大大突破宪法规定的 2 /3 多数，安倍更是明确提出了修宪时间表，强

调要使 2020 年成为实施新宪法的元年。虽然最终能否实现尚不能过早下定论，但战后日本所长期

遵循的和平发展道路已经在安倍的主导下出现了事实上的背离。
三、国家主义视阈下的安倍对华政策剖析

经历了所谓的“迷失的二十年”，日本社会对未来怅然若失，其实质源于对日本国家定位的属

性纠结，即未来的日本究竟是大国( major power) 还是“中等国家”( middle power) 。对于后者的属性

认定，已故的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早已提醒日本民众应正视这一现实，并强调说“日本只不过是

回归了其应有的地位……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日本来说，或许目前的状态更为幸运”。［12］前首相

鸠山友( 由) 纪夫、庆应大学教授添谷芳秀等人也主张日本应在维持和平宪法的框架下，继续走轻

军备和经济优先的道路。面对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日本应切实推进区域一体化事宜，在此过程中

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并寻求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继续发挥国际影响力。［13］然而，经历过明治维新

崛起的近代历程和战后经济崛起所带来的大国荣光在日本社会的心理投射恰恰是不甘心国家就此

“沉沦”。从这一角度而言，安倍的国家主义能够在日本国内大行其道与这种社会心理的存在息息

相关。
而在安倍看来，现阶段也成了日本是作为大国还是“中等国家”这一国家身份定位的最后选择

期。一方面，日本经济虽然陷入“迷失的二十年”，但总量仍将长期位居世界第三，依托现存的经济

实力，大幅提升军事在国家实力结构中的权重的时机尚未丧尽。另一方面，日本国民的自信心因经

济长期不振而严重受挫，亟待透过重塑一个虚拟的值得夸耀的国家经历去“治愈”日本社会焦虑失

望的心灵。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安倍在推行国家主义的过程中总是不忘对周边安全环境进行一番

夸大和煽动，如积极渲染“日本面临威胁”、“东亚安全形势严峻”等，又用“积极和平主义”( Proac-
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 的旗号来为自己的种种政策进行“漂白”。那么他这么做的原因何在，又

意图实现怎样的目的呢?

如前所述，安倍国家主义的目标诉求就是强调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以“重振强大日本”为己任，

谋划日本在东亚乃至世界的大国地位。然而，日本国力的高峰期已过，尽管在经济上仍会长期居于

世界第三的位置，但从经济的增长潜力来看，实难有大的增长与起色。囿于经济的困窘，尽管安倍

内阁在军事上屡破禁区，但若仅凭自身力量也很难支撑其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大国。概言之，日

本仅凭自身的资源禀赋已很难支撑安倍的日本“大国梦”了。因此，安倍为了实现国家主义的目标

诉求，势必借助外力脱困。回溯历史，日本可谓是个善于借外力脱困的国家。毋庸讳言，现阶段中

美两国均被日本视为为它提供“机会窗口”，或成为它“借船出海”的对象，但归根到底仍是中国。
中国崛起可谓是 21 世纪初叶在世界范围内最为令人瞩目的热点性话题。尽管中国一再强调

要和平发展，不断重申“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4］，但

仍不可避免地被美日欧等西方国家视为价值观上的“异质性”国家。它们倾向认为中国是正在挑

战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修正主义国家。而日本国内对中国崛起做出的解读和预

测，更是超乎寻常的一致和悲观，如认为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体制和价值、理念不可能接受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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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普世价值，更可能接近于挑战冲突型的模式等等。［15］安倍再度组阁以来，甚至明确将中国视

为现行国际秩序的主要挑战和亚太地区和平、繁荣与自由的最大威胁，视日美同盟为有效应对中国

崛起的“公共产品”。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虽然口头上不再提奥巴马执政时推出的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

略，但从其种种行动来看，奉行的乃是没有“亚太再平衡”称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其特征是联

合美在亚太的盟友和准盟友，实现“辐辏格局”( hub － spokes structure) 中同盟体系的结构拓展，并

在经贸等领域推动新秩序的建章立制工作，以强化对华的制度约束。美国认为，加强与盟友的关系

既是该战略的支柱之一，又是维持亚太地区安全的基础，而鉴于日本强大的综合国力，格外希冀其

发挥“次轴心”的战略支点作用，积极承担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16］从这一角度而言，美国认识到与

日本的同盟关系是其亚太及全球战略所不可或缺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对日本屡破军事禁区，甚至

要修改和平宪法的种种举动非但不予阻止，反而表示鼓励的根本原因所在。
以此为背景，安倍认为在日美同盟框架下选择制衡中国非但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甚至可藉此

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因为日本自恃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主要盟国，与同盟国一道站在

制衡中国的“统一战线”上符合同盟“道义”。与此同时，日本认为中国经济受人口老龄化、环境污

染、劳动生产率低下等因素所累，综合国力的增长极限已经显现，即使经济总量可以超越美国位居

世界第一，但综合国力很难超越日美两国总和。换言之，日美中三国综合国力基本可设定为恒定的

“1 + 1 ＞ 1”。因此当美国对华政策基本倒向“制衡”的背景下，日本就成为中美之外的“超级第三

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17］对此，安倍明确指出“在美国承担主要作用的地区及全球安全框架下，

日本不能成为薄弱的一环”。［18］他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一种颠覆，因而主

张国际社会应组建集体安全保障同盟，共同发挥“锁”的功能，以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显

然，日美同盟就是这把“锁”的核心，而日本的大国地位应在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积极地为地区乃至

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积极贡献过程中彰显出来。
而为积极发挥孤立、包围乃至遏制中国的“战略支点”作用，日本尤其需要提升对华的军事制

衡力度，强化自身的军事力量建设。从这一角度而言，无论是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台《新日美防卫合

作指针》，还是在国会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其矛头的最终指向均是中国。由此，中国成了安倍在推

行国家主义过程中增强正当性的重要抓手。
如果将安倍的对华政策置于国家主义视阈下进行考量的话，可以说其地缘政治色彩浓厚，对华

呈现出了很强的针对性和对抗性。但他的逻辑认知却强调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得益于美国主导

的国际秩序，日本作为美国的同盟国，也是这一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相比之下，中国在价值观

上是与日美等国迥异的“异质性”国家，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势必会动摇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而

会影响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也严重有损日本的国家利益。作为这一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制衡中

国是日本的职责所在，因而日本越强大越有利于对中国进行制衡，也就越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

繁荣。［19］当各界还在思忖他的这套充满冷战思维的反共、反华的逻辑是否有违实际、危言耸听之

际，安倍的国家主义思想早已贯彻到日本的内外政策当中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战后日本的国家主义意图通过对战前的一些政治模式、价值理念的部分重构，让日

本成为一个涵盖政治、军事要素在内的综合性大国。而安倍国家主义的目标诉求既有复古的国家

主义志向，也有因应中国崛起的国家战略设定。因此，在政策落实层面上，它地缘政治色彩浓厚，对

中国呈现出很强的针对性和对抗性，视崛起中的中国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与潜在威胁，不惜对华采取

各种孤立、包围乃至遏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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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Nationalism and Abe cabinet’s China policy
CAI Liang

Abstract: From the evolutions of Japan’s post － WWII political thoughts，we could recover that
Shinzo Abe’s nationalism has both its historical root and current features of this era． It emphasizes na-
tional strength and takes“revitalization of powerful Japan”as its duty，aims to struggle for Japan’s
status as a leading power in East Asia and the world． In reality，Shinzo Abe＇s nationalist policy has
strong geopolitical values，which has strong pertinence and antagonism to China． While viewing China
as Japan’s biggest rival and potential threat，this policy has isolated，encircled and even contained
China． It’s also the key reason why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have been in deep trouble and very few
improvements in recent years．

Key words: Shinzo Abe; Nationalism;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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